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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票据抗辩理论评介 


一、传统抗辩理论下的分类构成——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的二元区分 
在票据法学领域，一般将关于票据抗辩分类的理论称为抗辩理论。[①]一直以来，对于票据抗辩的种种讨论主要集中在抗辩理论上。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有必要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而有的学者则主张个别具体地研究每一种抗辩。[②]即使在肯定票据抗辩分类的学者中，对于如何进行分类，也存在不同的观点。[③]因此，票据抗辩的分类问题是票据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传统抗辩理论是与新抗辩理论相对而言的，是指在形式或实质上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学说。由于其解决了票据抗辩中的核心问题——抗辩限制问题，所以其具有其他分类方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直处于通说的地位。但是，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由此导致学者们对其价值产生怀疑，动摇了其通说的地位。有鉴于此，本文对传统抗辩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检讨，力求对于深化该问题的讨论能有所帮助。 
（一）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的区分 
在理论上，票据抗辩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分类。例如，其可分为以债务的存在为前提，拒绝其 履行的狭义的抗辩（延期的抗辩）和否定债务与责任存在的广义的抗辩（否定的抗辩），或者分为抗辩的实质内容与客观存在的票据权利、内容有关的抗辩（客观的抗辩）和不以此为内容的抗辩（主观的抗辩）等等，[④]但通常的情形是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二类。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票据抗辩都能大体划入物的抗辩或人的抗辩中，如分为基于票据关系自身发生的抗辩和基于票据外法律关系发生的抗辩时，前者可作为物的抗辩，后者可作为人的抗辩；根据对抗范围的不同，分为对任何票据权利人都能够提出的抗辩和只能对特定的票据权利人提出的抗辩时，前者可作为物的抗辩，后者可作为人的抗辩；根据票据记载划分为基于票据上记载的抗辩和从票据记载中不能明确的抗辩时，前者可作为物的抗辩，后者可作为人的抗辩。[⑤]这种在形式或实质上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学说称为传统抗辩理论，其是与新抗辩理论相对而言的。此种分类方法为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目前的通说。 
1、形式上的二分法 
有的学者直接在形式上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种类型。在我国，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是以下几种：第一，认为“票据上所存在的抗辩原因（或事实）很多，根据这种抗辩原因的不同以及抗辩效力的不同，票据抗辩分为两种：物的抗辩是基于票据本身的内容（票据上记载的事项以及票据的性质）发生的事由而为的抗辩。人的抗辩是物的抗辩以外的抗辩，主要由于债务人与特定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而发生，因而只能向特定债权人行使的抗辩，又称相对的抗辩或主观的抗辩。”[⑥]第二，“总的来说，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抗辩原因可以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种。物的抗辩又称绝对的抗辩或客观的抗辩，是指基于票据或者票据上记载的债务人而发生的抗辩，该抗辩不因持票人的变更而受到影响。人的抗辩又称相对的抗辩或主观的抗辩，是指基于持票人自身或者票据债务人与特定的持票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抗辩。”[⑦]第三，认为“票据抗辩可基于不同的标准将其作不同的分类。由于立法往往从有关票据债务人所能对抗的对象范围的不同而对抗辩作不同的规定，学者便一般凭此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依有关票据债务人所能对抗的范围为标准，可以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类。前者谓所能对抗任何票据债权请求人的抗辩，又称绝对的抗辩和客观的抗辩，后者谓只能对特定权利请求人所为的抗辩，又称相对的抗辩或主观的抗辩。”[⑧] 
在日本，学者们也大都采取这样一种分类方法。认为“将票据义务人只能对特定人提出的抗辩和对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的抗辩进行区别，是票据抗辩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前者不是关于票据权利客观存在的抗辩，所以只能对具体的或特定的人主张，由此称其为人的或者相对的抗辩。后者是关于票据权利客观存在的抗辩，所以对任何人都能够对抗，由此称其为物的或者绝对的抗辩。”[⑨]“票据抗辩可基于票据法的规定而产生，也可基于票据适用的一般法规（实质意义上的票据法）而产生，在这一点上没有异议。在这些抗辩中，有的抗辩只能对进行票据请求的特定相对方主张，即人的抗辩或者相对的抗辩；有的抗辩可以不问进行票据请求的为何人，对全部人都能够主张，即物的抗辩或者绝对的抗辩。因为人的抗辩是根据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产生，所以票据债务人只能对其相对方主张；而物的抗辩更多是在争论票据权利客观存在的情形下产生，所以票据债务人可以不问进行票据请求的为何人而主张抗辩。”[⑩] 
可见，学者们在分类内容方面见解一致，即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种，但在分类标准方面却有所不同，或是根据抗辩效力进行分类，或是根据抗辩事由进行分类，或是兼采这两种标准进行分类。笔者认为，抗辩效力作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分类依据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区分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抗辩效力上，抗辩效力最能表明两者的区别。至于抗辩事由，其不过是表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产生相应效力的原因，是在标准之下进行分类时所运用的材料，用此作为分类标准并不合适。 
2、实质上的二分法 
有的学者在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这一分类的基础上附加其他内容，在形式上将票据抗辩分为三种类型或四种类型。在形式上将票据抗辩划分为三类的，如曾世雄先生。其认为，“票据之抗辩，与一般债务之抗辩，如出一辙，可作如下之分类：绝对抗辩；相对抗辩；恶意抗辩。绝对抗辩，指任何票据债务人对任何执票人之请求或主张均可据以对抗之事由，用以对抗执票人之请求或主张之谓。相对抗辩，是指特定票据债务人对特定执票人之请求或主张可据此对抗之事由，用以对抗执票人之请求或主张之谓。恶意抗辩，指执票人行使或主张票据上之权利，票据债务人得以执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为由，对抗执票人之请求或主张。”在形式上将票据抗辩划分为四类的，如梁宇贤先生。其认为，如“按票据抗辩事由，可分为物的抗辩、人的抗辩、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四种。所谓物的抗辩者，亦称客观或绝对之抗辩，即票据债务人得对抗一切执票人，并不因执票人之变更而受影响之抗辩谓之。人的抗辩者，又称相对抗辩，或主观抗辩。乃票据债务人，仅得抗辩特定执票人而已。倘票据之执票人有所变更，票据债务人之抗辩即受影响。票据债务人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前手之间，所存抗辩事由对抗执票人，谓之恶意抗辩。对价抗辩是指执票人若无对价或以不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被请求人得以自己与其前手间所存之抗辩，对抗该执票人。”
上述的分类方法或将恶意抗辩单独列出、或将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同时列出，与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并列，大概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第一，恶意抗辩、对价抗辩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在效力上不同。物的抗辩是债务人对全部持票人都可以提出的抗辩，人的抗辩是债务人只能对特定的票据持有人提出的抗辩，而恶意抗辩或对价抗辩是票据债务人有条件地对持票人提出的抗辩。即在恶意抗辩或对价抗辩中，只有持票人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以无对价、不相当的对价取得票据时，票据债务人才能对其主张抗辩，反之，票据债务人就不能对其主张抗辩。第二，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自身存在的法律依据不同。对于这一理由，梁宇贤先生曾作过阐述，即恶意抗辩存在的法律依据是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但执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者，不在此限。”而对价抗辩存在的法律依据则是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4条的规定：“无对价或以不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

笔者认为，这些分类方法虽然在形式上将票据抗辩划分为三类或四类，但其实质上仍属于二分类的范畴。因为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实际上是人的抗辩之一种，是作为人的抗辩的特殊情形而存在的。第一，从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的产生原因看，二者属于人的抗辩。在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存在人的抗辩的场合，为确保票据的流通，票据法特别规定债务人不能以对持票人前手的人的关系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即抗辩切断制度。此时，如果持票人基于恶意或以无对价、不相当的对价取得票据，则没有必要赋予持票人这种抗辩切断的利益，所以票据债务人能够对持有人主张其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人的抗辩。可见，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存在人的抗辩的场合，才会出现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的问题。第二，从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的效力看，二者属于人的抗辩。人的抗辩的本质是债务人只能对特定的持票人提出抗辩，而并不在于其是否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也是债务人只能对特定的持票人提出的抗辩，其具备人的抗辩的本质特征，所以应该属于人的抗辩。但是，恶意抗辩与对价抗辩毕竟是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的抗辩，所以其只能作为人的抗辩的一种特殊情形而存在。 
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传统的抗辩理论以抗辩效力为基准，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类。从票据债务人一方看，将受到请求的票据债务人对全部票据持有人主张的抗辩作为物的抗辩，其具有以下的特征：第一，物的抗辩事由，来自于票据这个“物”本身，因而称为物的抗辩；第二，物的抗辩事由，对于任何持票人均得主张，因而也称为绝对抗辩；第三，物的抗辩事由，与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无关，因而又称为客观抗辩。[&#9325;]同样从票据债务人一方看，将特定的或全部的票据债务人只能对特定的票据持有人主张的抗辩作为人的抗辩，其具有以下的特征：第一，人的抗辩事由，来自于票据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关系，而非来自于票据本身，因而称之为人的抗辩；第二，人的抗辩事由，仅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有关，也仅能对特定的票据权利人主张，因而也称为相对的抗辩；第三，人的抗辩事由，与票据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因素相关，因而又称为主观抗辩。人的抗辩中还包含两种特殊的情形——恶意抗辩和对价抗辩。
由此可见，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的区别较为明显，其主要表现为物的抗辩是一种不可限制的抗辩，而人的抗辩则是一种可限制的抗辩，这种不可限制性与可限制性主要体现在票据移转的情形中。即在票据流通的情况下，如果票据债务人具有人的抗辩事由，那么其抗辩将会被切断，不能对票据持有人主张；如果票据债务人具有物的抗辩事由，那么无论票据流通到何人之手，票据债务人都可以对持票人提出抗辩。 
（二）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的界限 
由以上的阐述可知，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在效力上具有很大的不同，物的抗辩中不承认抗辩切断制度，而在人的抗辩中，抗辩切断制度是其核心内容。因此，有必要对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的适用范围进行相关的说明，以明晰二者的界限，指导当事人的行为。 
因为物的抗辩对抗范围广，有碍票据的流通，所以应该对物的抗辩范围进行限定性解释。相对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则有所不同。由于在其中存在抗辩切断制度，使得票据取得人不必调查票据是否存在抗辩，就能够安心地取得票据，这有助于保护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因此，应扩大人的抗辩的适用范围。尽管如此，也不能因为票据的流通性优先，就将票据抗辩事由全部作为人的抗辩，限制票据债务人抗辩的提出。 
在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具体范围的确定上，一般首先确定物的抗辩范围，然后将物的抗辩之外的全部抗辩作为人的抗辩。通常，以下情形作为物的抗辩：第一，从票据记载中能够明确的事由。对于根据票据记载而产生的使票据债务不发生或已消灭的事由，票据受让人容易知道，即使将其作为对全部票据持有人都能够主张的抗辩，也不会损害票据的流通，所以将这一类事由作为物的抗辩事由。如票据上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抗辩、期限未到的抗辩、未遵守约定的支付场所的抗辩等。第二，虽然在票据记载中没有明确，但基于其性质，只能将其作为物的抗辩事由。如票据债务因时效而消灭的抗辩、欠缺权利保全手续的抗辩等。第三，虽然在票据记载中没有明确，但为了优先保护票据债务人，只能将其作为物的抗辩事由。如票据伪造的抗辩、票据行为因行为人无行为能力而无效的抗辩、票据行为无权代理的抗辩等。 
一般情况下，下列情形作为人的抗辩：第一，基于当事人之间实质关系的抗辩。如原因关系无效或解除的抗辩、特约的抗辩等。第二，关于票据权利自身的抗辩。如因诈欺、胁迫而为票据行为的抗辩等。第三，无权利抗辩。其是指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人在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权利人，持票人为票据的拾得人或盗取人的情况下，通常会发生此种抗辩。
以上，在大体上确定了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界限。笔者认为，研究传统抗辩理论时，明确各个抗辩事由的所属类别固然重要，但了解确定某种抗辩性质的方法，即决定某种抗辩为物的抗辩，还是为人的抗辩的方法更为重要。实际上，在传统票据抗辩理论下采取的是利益衡量法。 
伊泽孝平先生认为，票据抗辩具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以抗辩的发生原因为基准，分为基于票据关系自身的抗辩和基于票据外法律关系的抗辩；以抗辩内容为基准，根据是否是关于票据法律关系客观存在的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以抗辩范围为基准，分为不问票据权利人为何人，票据债务人都可对抗的物的抗辩和只能向特定的债权人主张的人的抗辩；以法律规定的有无为基准，分为基于票据法规定事由的抗辩和非基于票据法规定事由的抗辩，或三分为票据法规定的物的抗辩、票据法没有规定的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在此之上，其认为，对票据抗辩进行各种分类的益处在于能够明确某一抗辩具有什么范围的对抗力。但是，以上所列举的各种分类却不能对此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认为对所有债权人主张的抗辩是物的抗辩，这等于以提问回答提问。再有，将关于票据权利客观存在的抗辩称为物的抗辩也不合适，因为此种抗辩未必能够对抗全部的债权人，在某些场合中，对于善意的票据持有人，此种抗辩会受到限制。因此，在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的场合，应比较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两者的利益，而后选取较为重视的利益，据此决定票据债务人提出的抗辩是物的抗辩还是人的抗辩，票据债务人是否能够拒绝票据债务的履行。这样，在票据抗辩中，不可能预先确定某种抗辩是绝对的抗辩、与之相反的就是相对的人的抗辩，某种抗辩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只能根据每个具体的场合决定。[&#9330;]河本一郎先生也采取相同的立场。其认为，虽然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种，但从《票据法》第17条[&#9331;]的表述中并不能明确得出此种分类的基准。因此，只能单独决定每个抗辩是人的抗辩还是物的抗辩。[21]而决定此的原则是在确保票据流通性的基础上，对票据债务人的利益与票据债权人的利益进行调和。[22]由此可见，票据债务人的抗辩性质是由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利益的比较衡量决定的，比较的结果最终决定其是物的抗辩，还是人的抗辩。 
另外一些学者从流通性保护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述。福龙博之先生认为，某种抗辩为物的抗辩还为人的抗辩，是通过比较衡量票据流通性保护和票据债务人利益保护而决定的。[23]莲井良宪、酒卷俊雄先生认为，在票据抗辩中，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何种抗辩为人的抗辩，何种抗辩为物的抗辩。所以，只能根据票据流通保护和票据债务人保护这一票据法两大要求的调和，在理论上对每个问题加以解决。[24]御室龙、宇田一明先生也采取和此一致的观点，认为应该在每个问题中谋求票据流通保护和票据债务人保护这一票据法两大要求的调和。[25]由此可见，某种抗辩为物的抗辩还为人的抗辩，是根据票据流通保护和债务人利益保护的协调决定的。 
笔者认为，在确定票据债务人抗辩性质时，虽然两种观点的表述不同，一种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比较衡量”，一种为“票据流通与债务人利益的调和”，但两者在实质内容上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保护票据债权人的利益，才能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票据债权人利益是手段，促进票据流通是目的。 
（三）小结——传统抗辩理论的思维过程 
以上的阐述表明，传统抗辩理论的构成实际上是，首先根据对抗范围的不同，将票据抗辩分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两种，并规定物的抗辩为债务人对全部债权人的抗辩，人的抗辩为债务人对特定债权人的抗辩。其次在促进票据流通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通过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比较衡量，决定某种抗辩的对抗范围。最后将每种抗辩划入相应的类别，即其为物的抗辩，还是为人的抗辩。 
二、对传统抗辩理论的分析检讨 
（一）传统抗辩理论的优越性 
票据作为一种流通证券，其流通是票据法构成的基本，是票据法的脊梁。[26]票据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在其抗辩问题上，双方当事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抗辩与抗辩限制上。对票据持有人而言，其主要关注的是票据债务人能否对自己提出抗辩；对票据债务人而言，其不仅关注自己是否能够提出抗辩，更为注重的是自己所提出的抗辩是针对全部的票据持有人，还是只针对特定的票据持有人，即其所具有的抗辩是否受到限制。传统抗辩理论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确实而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传统抗辩理论根据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所能对抗的范围，将票据抗辩分为两类：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并且明确物的抗辩是票据债务人对抗全部持有人的抗辩，人的抗辩是票据债务人对抗特定持有人的抗辩。可见，此种分类方法明确显示出两种抗辩的不同法律效果，即物的抗辩是不受限制的抗辩，而人的抗辩则是受限制的抗辩，从而很好地解明了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的核心问题。 
（二）传统抗辩理论的问题点 
传统抗辩理论虽然作用巨大，但并非尽善尽美，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传统抗辩理论中，区分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基准是抗辩效力，由此可见，此种分类方法是以预先确定某种抗辩的效力为前提。所以，二分法实际上是“在分类之前就解决了用分类才能明确的事情，在决定某种票据抗辩的法律效果中并没有起作用”。[27]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产生了新抗辩理论，其给出判断某一抗辩法律效果的基准。[28] 
第二，传统抗辩理论中，确定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界限时，通常的做法是个别地进行利益衡量。即在比较衡量票据债权人的利益和票据债务人的利益之后，确定需要加强保护的利益，在强化保护票据债权人利益下产生的抗辩事由作为人的抗辩，在强化保护票据债务人利益下产生的抗辩事由作为物的抗辩。这样，某种抗辩是物的抗辩，还是人的抗辩并不是根据预先的理论来决定，而是根据脱离理论框架的赤裸裸的利益衡量来判断的。也就是根据利益衡量判断某种抗辩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将受到限制的抗辩作为人的抗辩，将没有受到限制的抗辩作为物的抗辩。可见，此种分类方法并不是以法律要件为前提，而是首先确定法律效果，然后从该法律效果中推导出法律要件，再将该法律要件全面委托给利益衡量。有鉴于此，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概念在实质上并没有意义。[29] 
第三，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知道，传统抗辩理论是在对抗力的范围上寻求抗辩的区分基准，认为物的抗辩是能够绝对对抗任何人的抗辩，人的抗辩是除此之外的、只能相对对抗特定人的抗辩。因此，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物的抗辩即是绝对的抗辩，全部相对的抗辩是人的抗辩。笔者认为，将人的抗辩作为相对的抗辩是妥当的，但将物的抗辩作为绝对的抗辩则并不合适，存在疑义。例如，在无权代理的抗辩中，被代理人以代理权欠缺为理由否定票据行为效力，主张票据关系不存在时，其具有的抗辩为物的抗辩。但是，如果此种场合出现表见代理的情况，即虽然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但相对方有正当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票据行为的代理权，那么该代理行为对本人发生效力，被代理人不得向相对方提出抗辩。可见，在无权代理的场合，常常由于表见代理的成立使其对抗力受到约束。所以，再将其作为物的抗辩就不甚妥当。在表见代行的场合，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此时，如果将其作为具有相对对抗力的人的抗辩也不合适，因为其毕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产生相对的对抗力，与人的抗辩并不相同。由此可见，传统抗辩理论用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的对比来考虑全部的票据抗辩并不合适。而且，“根据现象上表现的对抗力范围将票据抗辩划分为两类，并赋予基于证券关系产生的抗辩以绝对的对抗力，反过来将绝对的抗辩作为物的抗辩，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将会招致抗辩理论的僵化与混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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